 
第三章
 
从理性看《圣经》是神圣启示
 
主题内容
《圣经》的主张及其可信性的外在证据；《圣经》的悠久与保存；它的道德影响；作者的动机；作者的基本特征；摩西五经；摩西律法；摩西设立的政体的特性；它不是祭司的谋略；它对民间统治者的指导；富人与穷人在律法面前一律平等；对损害人民权力的防范措施；祭司不是受到优待的阶层，如何得到支持等；防止对外邦人、寡妇、孤儿和仆人的压迫；《圣经》中的先知；在律法、先知和《新约》作者之间是否有共同的联结？神迹奇事并非不切实际；合理的结论。
------------------------------------------------------------------------------------------------------------------------------------------------------
 
《圣经》是文明与自由的火炬。它对社会带来的良好影响已经得到一些伟大政治家们的公认，尽管他们对《圣经》教义的见解有极大程度上的矛盾与争执，然而他们并不反对《圣经》，但令人忧伤的是，他们误述了《圣经》的教义。这部伟大的古籍，被它这些朋友们无意但又可悲地曲解了事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为它献出生命；但也有些声称是《圣经》长期尊崇的支持者，他们时代继承了父辈的传统教导，却误解了其中的真理，这就比那些反对者为《圣经》带来的损害更为严重。但愿这些人能够醒悟，重新考查他们圣贤的教义，真正的理解事实，而把《圣经》敌人的武器解除掉！
 
与自然万物所提供的关于上帝的启示相比，自然之光能引导我们期待更完全的启示。因此，有理性、思考的头脑将要做好准备，对所有声称神圣启示的主张进行考查，关于这些主张的真实性，神圣启示都具有合理的外在证据。《圣经》声称就是这种来自上帝的启示，它确实带给我们充分的外在证据，如同它所主张的关于伦理道德观点和行为的正确性，而且给予我们一种合理的希望，使更深入的调查研究能够揭示更完整、更确凿的证据，证明启示确实是上帝的话语。
 
 
《圣经》是现存最古老的书籍，经历了三十个世纪的风雨。人们曾竭尽全力，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要把它从地球上消除：他们藏匿它、烧毁它，把它视为罪恶，对持有《圣经》的人定为死罪，对信仰《圣经》的人给与最残酷无情的迫害；但是，这部书仍然继续流传。今天，当它的许多敌人在死亡中沉寂，当成千上万册怀疑、破坏其影响的书籍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时候，《圣经》却找到了它通往人类所有民族和语言的道路，各种不同的译本已经出了二百多种。尽管曾经受到如此空前的浩劫与破坏，这本书仍然经历了这么多个世纪，继续存在，这个事实至少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间接证据，表明伟大的上帝——《圣经》所声称的它的作者——也是它的保护者。
 

《圣经》始终具有良好的道德影响，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精心研读《圣经》的学生们，总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命素质，变得更加纯洁。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他宗教和各种科学著述也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使人变得高尚，得到祝福；但是，另外其他所有的书籍加起来，也不能为受苦的人类带来欢乐、和平和祝福，而《圣经》已经把这一切带给了富人，也带给了穷人；带给了有学识的，也带给了没有文化的人们。《圣经》不仅仅是一部可以阅读的书籍：更是一部需要留心和思考进行研究的书籍；因为上帝的思想高于我们的思想，他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想领会永恒上帝的计划和思想，我们必须为这项重要的工作付出所有的精力。真理最丰富的财富并不总是寄望于外表上。
 

该书贯穿始终的一位突出人物就是拿撒勒的耶稣，《圣经》声称他是上帝的儿子。自始至终，他的名字、职责和和事工都十分显著。拿撒勒曾经有一位名叫耶稣的人，有些名气，就在《圣经》的作者们指明的时间内，这是《圣经》之外的一个史实。这一史实从多方面得到完全证实。这位耶稣因为冒犯犹太人和他们的祭司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历史在《新约》的作者们提供的证据之外所确定的进一步事实。《新约》的作者们（保罗和路加除外）都是拿撒勒的耶稣所熟识的人和门徒，他们的作品阐明了耶稣的学说和教义。
 
所有书籍都存在著作者暗示的动机。因此我们要问，什么动机能够赋予这些人灵感，使他们赞成这个人的主张？他被犹太人判处死刑，把他当作一名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如同一个罪该万死的人，他们当中最虔诚的人们竟一致赞成并要求把他处死。那些赞成他的主张、传播他的教义的人们勇敢地面对耻辱、剥夺、严酷的迫害，冒着生命危险，有时甚至要受难殉道。人们承认耶稣活着的时候，不论他的生命还是他的教导，都表明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那么在他死后，特别是在他的死亡如此不光彩的情况下，是什么动机使人们赞成他的主张呢？如果我们假设，这些作者杜撰了他们的故事，耶稣是他们想象或者理想中的英雄，心智健全的人们声称他是上帝的儿子，声称他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出生，他有神奇的能力用来治愈麻疯病人，使生来瞎眼的人能够看见、使聋子能够听见、甚至能使死人复活；然后又编织出这位人物的故事，说一小帮敌人将他作为重犯处决，而他所有的朋友和门徒，包括《新约》的一些作者，都在他受难的时刻抛弃了他，四处逃散，这样不合理的结局假设将会是多么荒谬！
 

世俗的历史在某些方面与这些作者的记载并不相合；但是，这些事并不会导致我们怀疑他们记述的真实性。那些怀疑者应当找出并证实这些作者之所以做出错误陈述的动机。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那样做呢？难道他们会希望因此而得到财富、名望、权力、或者任何世俗的利益吗？耶稣的那些朋友很贫穷，他们的英雄也不受犹大地区宗教家们的欢迎，这些事实都与上述想法有所抵触；耶稣以一个罪犯与破坏和平者的身份死去，他没有得到名誉，这些事实没有为那些试图重新建立他的学说和教义的人们带来获得令人羡慕的声望和世俗利益的希望。相反，如果这些就是他们宣扬耶稣的动机，那么当他们发现这些传扬会带来耻辱、迫害、监禁、鞭打、甚至死亡，难道他们还不迅速放弃自己的努力吗？然而，他们却牺牲家庭、名声、荣誉和生命，他们不为现有的满足而生存，他们的中心目标是提高自己门徒们的道德水平，他们谆谆教导最高形态的道义。理性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人不仅拥有一种动机，而且更进一步，他们的动机自始至终必定纯洁无暇，他们的目标一定崇高伟大。理性进一步表明，那些只是被纯洁和良好的动机所促使的人，他们的见证所体现的重要影响力和意义是普通作者的十倍。这些人也不是狂热者，他们是一些思想谨慎、充满理性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信心和希望装备自己，他们忠心坚定地恪守那些明智的信念。
 
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内容同样也适用于《旧约》的作者。总的来说，他们是一些因为忠诚于上帝而著名的人物；这部历史在赞扬他们的美德与忠诚的同时，也公平地记载和责备了他们的弱点与不足。这就必定使一些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圣经》是编造的历史，目的在于让人们对一种宗教体系感到敬畏。对于《圣经》的坦诚记载，就如真理的印记。一些不道德的狡猾之徒，渴望把一个人描绘得伟大，特别渴望把自己的记述当作上帝的默示，毋庸置疑，就会在最大程度上把一个人描绘得无可责备，高贵之极。《圣经》并没有追求这种做法，这个事实是合理的证据——《圣经》没有玩弄诡计去欺骗读者。
 

由于我们有理由期待上帝旨意与计划的启示，也由于我们发觉《圣经》声称就是这种启示，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它的作者们的动机；相反，我们有赞成的理由。让我们考查一下那些声称得到默示的著述特征，看看它们的教导与我们合理地归之于上帝的特征是否一致，看看他们是否具有自己真实的内在证据。
 

《新约》的前五部经卷和《旧约》中的一些经卷，都是作者所了解的故事或者史实，他们笔下的众多人物可以作证。显然，这些记载不需要特别的启示，只是用他们完全熟知的内容讲述真理。然而，由于上帝渴望人类能了解启示，所以这些以往事件的历史也涉及到上帝的启示，这个事实足以使人们得出合理的推论，上帝会监管并安排一切，使他为这一作品所选择的忠实作者，必定要接触到那些必要的事实。《圣经》中历史部分的可信性，几乎完全建立在那些历史人物和它们的作者的动机之上。好人不说谎言。清泉不涌苦水。这些作品一致的见证使任何对它们的作者有邪恶言行的怀疑都陷于沉默，美善也必将紧随其后而至。
 
当我们说《圣经》中的某些经卷，例如《列王纪》、《历代志》、《士师记》等，只是真实、谨慎地记载了那个时代突出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决不表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我们知道，希伯来的《圣经·旧约》包含历史、律法和预言；因为他们期待的是应许的弥赛亚会来自亚伯拉罕一个特殊的族系，所以他们的历史、宗谱等等都更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的事实；按照二十世纪的观点，我们认为对于那时一些事实的记载不够光彩，但是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例如，对于摩押人和亚扪人这两个民族不光彩起源的清楚记载，以及他们与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用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记述他们起源的全部历史或许是必要的。（参看《创世记》19:36-39）同样，对于犹太子孙的出生记载得非常详细，他们的后代中有戴维王，通过戴维，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以及她的丈夫约瑟的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参看《路加福音》3:23, 31, 33, 34；《马太福音》1:2-16）。毫无疑问，完全确认这个家谱的必要性尤为重要，因为从这个支派中（《创世记》49:10）出现了以色列的统治之王，也出现了应许的弥赛亚，此外对其他支派的情况则没有提供详细的记载。《创世记》38。
 

对于理解《圣经》中所记载的其他史实，我们也会找到类似或者不同的理由。我们不久以后就会看到，有些记载并不是历史，而仅仅是一些关于道义的论述，忽略了也不会有害；不过，没有任何人可以理性地说，《圣经》在任何地方会对于不道德持赞成的态度。此外，务必记住，不同的语言也可能对同样的事实做出或者更优美，或者不够慎重的描述。还要记住，那时的《圣经》译者过于谨慎而不会忽略任何记载，他们的做法没有错，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不能像我们可以选择精确表达方式的时代；对于《圣经》早期时代的记载和表达习惯，同样可以做出这样的猜测。毫无疑问，对于《新约》中所有的表达方式，最挑剔的人也找不出任何缺陷。
摩西五经和其中颁布的律法
 
《圣经》的前五部经卷被称作“摩西五经”，虽然没有一处提到摩西是它们的作者。不管这五部经卷是出自摩西之手，或者由他监督完成，这都是一种合理的推论；关于他的死亡和埋葬的记载，可能由他的书记官增补。书中没有明确的提到摩西是这些经卷的作者，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反对这种观点；这是因为，如果这些经卷出自他人之手，并想以此达到行骗或者欺诈的目的，他无疑会声称这些经卷是以色列的伟大领袖和政治家所写，从而使他的非份要求得到满足。（参看《申命记》31:9-27）其中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摩西的确带领希伯来民族走出埃及。他的确使用这些经卷中阐述的律法，把希伯来人组织成一个民族。三千多年来，希伯来民族一致认为，这些经卷是摩西送给他们的礼物，而且奉若神圣，认为其中的一点一划和任何标题都不可更改——从而确保其内容的纯真。
 
摩西的这些著述只包含贯穿那个时代的可信和显著的历史。有些古国的历史趋向于以创世作为开端，告诉人们上帝如何在水上乘一叶小舟外出，手中还拿着一块泥土，投入水中。那块泥土，据称变成了这个世界，等等。但是整个故事太缺乏理性，就连具有起码智力的小孩都不会被它欺骗。相反，《创世记》提供的记述从合理的前提开始，认为上帝，即造物主、智能的第一动因（即上帝或造物主）已经存在。它表现的不是上帝有一个开端，而是述说他的工作和工作的开始，以及他的工作如何系统有序地进展：“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没有细节和解释，就跨过大地的起源，开始叙述为了人类准备六天（时期）的创造过程。这个记述被四千年来科学积累的信息所充分证明；因此，我们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接受这样的观点：它的作者摩西是得到了神圣的默示，而不要以为他一个人的智力能高于三千年来其他民族的智能和研究的总和，尤以研究来说，是可以得到现代的技术和数百万金钱的援助。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经卷中所制定的律法体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年代，直到当今二十世纪，它们的确无可比拟。本世纪的律法基于摩西律法所确立的原则，大体上都是由那些承认摩西律法为神圣起源的人们所制定的。
 
“摩西十诫”是全部律法的简明纲要。这十条诫命权威性地颁布了一部敬拜上帝与道德精神的法典，一定会使每一位学生产生不同寻常的强烈感受；如果以前从未有人知道这些诫命，而如今又出现于希腊、罗马或者巴比伦（这些律法颁布之前曾经兴起又衰落的民族）的废墟和遗迹之中，那么它们即使被视为与神奇的力量无关，也会被认为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对于“十诫”及其主张的熟悉反而使人对它们漠不关心，因此除了少数人之外，它们真正的伟大意义却被人忽视了。的确，这些诫命没有关于基督的教义；它们不是送给基督徒，而是送给希伯来人的；它们不是讲授关于赎罪的信仰，而是让人明白自己犯罪的情况，确信对于赎罪的需要。这些诫命的主旨，被基督教杰出的创立者用下面的话作了气势恢宏的概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而且“要爱人如己”。《马可福音》12:30, 31。
 

摩西创立的政体不同于古代和现代其他所有的政体。摩西的政体宣称，它是造物主自己的政体，人民要对上帝负责。他们的律法与制度、公民与宗教，都宣称来自上帝，正如我们目前可明白的那样，它们与理性教给我们的关于上帝的特性是完美和谐一致的。在营地中央的会幕中有一座“至圣所”，显示出耶和华作为他们的王在里面显现，以色列人以超自然的方式，从这里接受特有的指令，知道如何正确的管理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的各种事务。祭司体制得以确立，他们全面掌管会幕的工作，只有通过他们，同耶和华的接近与交流才能得蒙允准。有些人对于这种关系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哈！我们明白他们机构的目的了：和他们在一起，如同和其他民族一样，祭司管辖人民，强迫他们轻信，祭司为了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引起他们的畏惧。”不过朋友，请等一下；不要太草率地假设任何事情。这里有一个通过事实来检验此事的良机，不经过事实的检验就跳到结论是没有道理的。不可辩驳的证据与这种推测截然相反。祭司的权力与特别待遇是有限的；他们并没有被赋予任何非宗教（神职）的权力，他们完全缺乏利用自己的职权占人民便宜的机会，无法凌驾于人民的权力或道德良心之上；这种安排是祭司世家的成员摩西所制订出的。
 
作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代表，当时的境况迫使政体的统治权力集中在摩西的手中，使谦恭的摩西成为一个有威望和极权的人，虽然，他性情温顺，但事实上是一个为了人民而过度操劳的仆人，他整个的生命都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即将消耗殆尽。就在这个关头上，一个全民的政体得以确立，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民主政体。请不要误解我们的意思：认为异教徒会尊重它；以色列的政体是一种民主政治，尽管根据他们自己的宣称，那是一种神权政治，即一种具有神授权利的政体；因为他们的律法是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的，不允许有任何修订。因此可以看出，以色列的政体不同于古往今来其他任何形式的国民政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民数记》11:16,17。例如：关于真诚、正直的政治家之才能与谦恭，参看20-30节。）摩西复述这件事情，说道：“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能、为众人所认识的（有影响力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申命记》1:15;《出埃及记》18:13-26。
 
由此看来，这位杰出的立法者不但没有把人民的政体置于他那些祭司支派的直系亲属控制之下，以此来寻求自己权利的永存或者增强，利用宗教的权威束缚人民的权力和自由，而相反的是，摩西有计划地把一种政体的形式介绍给他的人民，以此培养他们的自由精神。其他民族的历史和统治者从没有与此类似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都会寻求自己权力的强化和扩张。即使这些人帮助建立了共和政体，情况也是如此。从这事件表明，他们利用政策手段这样做，是为了取悦民众，建立永远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在摩西那样的情况下，任何有野心的人，通过政策进行统治管理，试图永久欺骗人民，都会努力将权力更加集中到他自己和他的家族上；这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支派中已经存在着宗教的权威，并且人们要求会幕中的上帝来管理这个民族。不仅不能设想，一个有能力制定这样的律法、有能力统治这样一个民族的人，理解力会如此迟钝，而甚至也看不到他施政的趋势如何。摩西把人民的政体如此完全地置于人民自己的手中，所以尽管规定地方长官们不能决定的比较重要的案件必须交给摩西，但是他们自己作为法官，还是可以决定什么样的案子要提交摩西，如同摩西所说：“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申命记》1:17。
 

因此可见，以色列是一个共和政体，他们的官员在一种神圣的委托之下行使职权。有些人对此混淆了，无知地声称《圣经》赞同成立一个帝国统治人民，而不是“一个民享、民治的政府”，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国民政府的共和形式此后又持续了四百多年。后来，未经耶和华上帝的同意，只因“长老们”要求建立一个王国的时候，这种政体才发生变化。耶和华对当时作为非正式行政长官的塞缪尔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按照上帝的要求，塞缪尔对人们解释说，他们的权力和自由将会被置之不理，且这种变化也将如何会使他们变为仆人；但是，他们已经被那种流行的观念冲昏了头，因邻国们都是这种例证。（参看《塞缪尔记上》8:6-22）考虑到他们对一位国王的渴望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摩西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确立为一个伟大帝国的王，有谁对于这种想法能不受强烈的影响呢？
 

尽管以色列以一个政体构成了一个民族，但是支派的划分在雅各布死后才得到了认可。经过一致赞同，每个家庭、或者支派选举或者确认某些成员作为支派的代表或首领。这种习俗甚至当他们在埃及长期为奴期间也一直延续下来。那些人被称为首领或长老，这正是摩西授予他们国民政体的荣誉和权力；反之，如果摩西希望把权力集中到他本人或者他自己的家庭，这些人必定是最后得到权力和公职荣誉的人。
颁布给那些被任命为公民统治者的指令，被视为来自上帝，都是简朴与纯洁的楷模。在这些审判官听得见的地方，摩西向人民宣布：“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陌生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申命记》1:16,17）摩西死后，这种难断的案件直接由大祭司提交耶和华，用“乌陵”和“土明”分别表示“是”或“不是”两种答案。
 

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经卷是由奸诈的祭司所写，目的在于保证他们自己能够维持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影响力和权力。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对于这种理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些人会为了这种目的而伪造对他们试图达到的真实目的具有破坏性的记载吗？要知道，这些记载最后证实，以色列的伟大首领，也是他们自己支派的首领之一，经上帝提议，把权力交到人民手中，断绝了神职人员与民权的关系。谁会认为这个结论合理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最高级文明的律法也没有认真规定，富人和穷人在民法面前应当承担平等的责任。摩西律法中完全没有这种区别。至于一些受害事件，会使有些人变得非常贫穷，而其他人则会极端富有，非常有权势，摩西采取了保护人民的措施，如此周密地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其他任何民族都不曾制定的律法。摩西律法规定，每五十年，就是他们的“五十年节”（禧年），要归回一次地业。这个律法以防止财产的完全转让，又可以防止财产被聚敛到少数人手中。（《利未记》25:9,13-23,27-30）事实上，摩西律法是教导以色列人，他们要把自己彼此视为兄弟，而且要付诸行动；应当互相帮助，不要报酬，彼此之间不能放高利贷。见《出埃及记》22:25;《利未记》25:36,37;《民数记》26:52-56。
 

所有的律法都是公开的，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阴谋家篡夺人民的权力。律法以这种形式公诸于众，任何人只要喜欢就可以得到抄本；而且，为了让最贫穷的人和最没有文化的人不会对律法一无所知，祭司必须尽义务，在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将这律法念给民众听。（《申命记》31:10-13）这样的律法和安排会是由坏人谋划，或者由那些图谋骗取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人们所制定的，难道这是合理的假设吗？可见这种设想必定是荒谬的。
 

关于外邦人和敌方的权力与利益方面，摩西律法早在三十二个世纪之前就做出了规定——如果以今天最文明的律法来说，在公平和仁爱方面确实可以与之比拟。我们读到：
“不管是寄居的（外邦人）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出埃及记12:49; 24:22》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利未记19:33,34》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旁注：你是否应停下手中的工作，帮助他？）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出埃及记23:4,5》及旁注。
 

就连不能说话的动物也没有被忘记。对它们的残忍和对人类的残忍一样被严格禁止。牛打谷时不能笼住它的嘴；因为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所有的劳动者都应该享用自己的食物。即使牛和驴也不能套在一起耕地，因为他们的力气和步伐那么不同：这样做会很残酷。律法对于它们应得的休息也做出了规定。《申命记25:4; 22:10 》《出埃及记23:12》
 
有人会认为，祭司是一个自私的制度，因为利未支派的生活所需，都靠其他支派的同胞每年拿出他们个人产品的十分之一（或者称为“什一税”）供应。怀疑论者如此陈述此事，是一种非常庸俗的、不公平的表现。可能出于无知，他们曲解了上帝在那个制度的组织中所起作用的最显著的证据，那也不是一个自私的、诡计多端的祭司的工作。的确，利未支派的做法被现代祭司所曲解的现象并非罕见，他们没有提到那种体制赖以建立的条件，也没有提及它的支付方式，而是以此为先例，极力主张类似的体制。
 

事实上，那种体制建立在最严格的公平观念之上。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领地，利未人的确拥有与其他支派一样多的权力来分享这片土地；但是，根据上帝明确的命令，除了分散在其他支派的一些城市和村庄供其居住之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土地，但是还要为其他支派从事宗教事务的服务。在迦南的土地划分之前，这一禁令颁布了九次。他们没有得到土地，当然就应该得到一些等量的供应，而什一税就是这种合理而又公正的供给。这还不是全部内容：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什一税是一种有充分根据的债务，应该作为一种自愿交付的奉献，而不是强制性的税收。没有任何威胁迫使他们那样奉献：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良心。关于这个问题，摩西律法对人们的唯一劝告如下：
“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申命记》12:19）“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在那片土地上）无分无业。”《申命记14:27》
 
我们要问，假设有关这些事务的法规是由自私而又野心勃勃的祭司所安排，难道是合理的吗？难道他们会剥夺自己的继承权而依靠同胞的供应吗？难道理性没有告诉我们相反的情况吗？
 

与此协调一致，我们可以说明的则是他们所声称的观点：上帝是这些律法的创作者。与此相比，以其他任何理由都同样无法说明这样的事实：律法并没有对如何尊重祭司做出特别的规定。以假冒祭司者来说，更关注对他们自己的敬畏和尊重，他们也会以最严厉的惩罚和诅咒来对待那些滥用身份和职权的人。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诚然，摩西律法没有为他们规定特别的荣誉或尊严，也没有规定如何使他们免遭暴力或侮辱。普通律法是对他们的唯一保护，它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而是对任何人都一律看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对待仆人、陌生人和老人，因为他们都是特殊立法的对象。例如：“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因为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指上帝）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出埃及记22:21-24;23:9 》《利未记19:33,34》）“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利未记》19:13;《申命记》24:14,15;《出埃及记》21:26,27）“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利未记》19:32，又见《利未记》19:14）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专门为了祭司、利未人或他们的什一税而规定的。
 
摩西律法关于清洁卫生的安排，对于穷人和长期受压迫的人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连同关于动物洁净和不洁净、可以吃和不可以吃的确定与限制，也都非同寻常；如果篇幅允许对这些规定进行考查，就如在这一课题上，这些律法已经显示出，即使没有比最新医学的结论先进，至少也与之相符。摩西律法也有一个典型特征，对此我们必须留到未来再考虑；但是，即使我们浏览一番，也会获得不可否认的证据——这部律法是为启示宗教的全部体系建立了真正的架框，而《圣经》的其余部分又对此作了详细阐述，的确是对智能和公义有非凡的显示；特别是当考虑到它立法的年代。
 

根据这些原因，所有的人都应该承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律法是邪恶的阴谋家所作。相反，它的确与宇宙万物所提供关于上帝的特征完全一致。它证实了上帝的智能、公义与爱。此外，虔诚而又高尚的立法者摩西明确的否认这部律法是属于自己的，而是把它归功于上帝。（《出埃及记》24:12;《申命记》9:9-11;《出埃及记》26:30;《利未记》1:1）以他的总体特征来看，他要求人们不要作假证、避免伪善和说谎的命令，假设这样一个人会作伪证，会把他自己的观点和律法冒充是上帝的，难道这是合理的吗？还应该记住，我们现在所分析研究的是当今的《圣经》版本，因此，它如此显著的完整性也同样适用于摩西的继任者；尽管这些继任者中间也有坏人，他们的确也只寻求自己的、而不是人民的利益，但是显而易见，他们并没有篡改《圣经》这部神圣的著作，它至今仍然纯洁完美。
 
 
 
 
《圣经》中的先知
 
現在，讓我們流覽一下《聖經》中先知們的特點和他們的見證。一個頗為顯著的事實就是，先知們都不屬於祭司階層，這幾乎很少有例外；而且在那個時代，先知們通常是被那些腐敗的祭司與那些傾向於偶像崇拜的人們所厭棄。他們的資訊主旨來自上帝，向民眾傳達，一般都是譴責罪惡，接連著就是警告那即將到來的懲罰；與此纏結在一起的，偶爾還有一些對於未來賜福的應許，之後是他們必會洗淨罪惡，重歸上帝恩惠的懷抱。在極大程度上，先知們的經歷遠非值得羡慕：他們通常遭受辱駡，他們中的許多人被監禁，甚至死於暴力之下。見《列王紀上》18:4,10,17,18; 19:10; 《耶利米書》38:6; 《希伯來書》11:32-38。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在死去若干年後，他們作為上帝先知的真實身份才得以公認。但是，我們所說的是一些預言式的作者，他們的言論聲稱直接來自耶和華的啟示。至於這種關聯，我們應該充分記得，在賜給以色列人律法的時候，並沒有祭司的干預：它是上帝通過摩西之手直接向人民頒佈的。（《出埃及記》19:17-25;《申命記》5:1-5）此外，律法規定了每個人的責任，如果看到違背律法的事情，他們必須譴責罪犯。（《利未記》19:17）因此，所有的人都有權力進行教導和責備；但是後來，就像在我們當今的時代一樣，多數人熱衷於商業經營，變得淡漠，沒有宗教信仰；相對來說，很少有人能夠滿足這項要求，能責備罪惡，勸人虔誠；這些傳教士在《舊約》和《新約》中都稱為“先知”。“先知”這個術語，當作一般使用，表示公眾闡述者，而且偶像崇拜的公眾教師也被這樣稱呼；例如“巴力的先知”等。（參看《哥林多前書》14:1-6;《彼得後書》2:1;《馬太福音》7:15;14:5;《尼希米記》6:7;《列王記上》18:40;《提多書》1:12。）
 
预言，以普通意义而言是教导，说预言后来在一定阶层颇为流行，也沦为法利赛教派的教义，他们以传讲远古的传统来取代上帝的诫命，背离真理，变为假先知，或者假教师。《马太福音》15:2-9。
 

然而不属于这个大团体阶层的，我们称之为先知。耶和华经常在不同时期，从那些被称为先知的主要人物中挑选了一些人，给予特殊的任务，委托他们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有时与当前的事情有关，有时则与未来的事件有关。他们受到圣灵感动时所说和所写的话即形成了一些著作，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他们可以适当地被叫做：上帝委任的先知或预言家。
 
上帝委任的先知或预言家
 
我们还记得，这些先知大多是一般信徒，没有祭司支派的什一税支持；此外还有一个事实，他们不但经常责备列王和士师，并且经常责备祭司（虽然他们并不责备祭司的公职，而是责备那些担任此职者的个人的罪恶）；显然这证明了，我们没有理由断定这些先知参加了任何祭司同盟或者其他团体，或者以上帝的名义捏造谎言。这些事实的理由足以反驳这种猜疑。
 

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发觉任何理由可以来指摘《圣经》内这些不同作者的动机，而是发觉《圣经》各个部分的本旨都是正义与真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查究，在摩西和其他先知以及《新约》的作者记述之间是否存有任何联系或结合一致的关连。摩西律法、先知书和《新约》的著述涵盖了一千五百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其间一条共同的思想线索贯穿这些著述的始终，能够注意到这些作者的特征，那么我们就会有充分的理由接受他们根据神圣启示所声称的内容，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著述的共同主题极为重要而又崇高，与普遍认可的共同意识所讲授的上帝的特征与属性非常一致，那么我们的理由就会特别充分。
 
我们的确得知：同样的计划、精神、目标和意图贯穿整部《圣经》。它的开篇记载了天地万物的创造和人的堕落；末篇讲述了人从堕落中的恢复；中间的篇章则陈述上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计划的连续步骤。《圣经》的前三章和后三章尽管形成对比，但是它们之间的和谐却引人注目。一个描述了最初的创造，另一个则描述更新或者修复了的创造，因为罪及其所受的严厉惩罚已被解除；一个显示出撒旦和邪恶进入世界进行欺骗和破坏，另一个则显示他的作为没有成功，他所破坏的得以重建，邪恶被消灭，撒旦被摧毁；一个显示出亚当丧失了管理权，另一个则显示了它已被恢复，而且通过基督得以永远确立，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个显示出罪恶是导致堕落、耻辱和死亡的原因，另一个则显示了公义的奖赏就是荣耀、尊贵和永恒的生命。
 

《圣经》虽然由许多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环境下写成，但是，它不仅仅是道德规范、智能格言和安慰话语的集成。它还是一种以理性的、哲学的，而且和谐的陈述来揭示出世界上所出现邪恶的原因，表明了对于罪恶的唯一补救方法和最终结果，如同神圣的智能所看到的那样，早在罪开始出现之前，神圣的智能就看到了拯救计划的结局，也就标明了上帝的子民应走的道路，并在他们奔走天路的时候鼓励他们，为他们增长力量，使他们在指定的时刻，意识到超乎伟大和珍贵的应许。
《創世記》指出，人類在最初的完美狀態下，以一個代表來接受試煉，結果他失敗了，從而導致了現有的缺陷、疾病和死亡，但是上帝沒有拋棄他，而且最終要通過一位救世主，即一個女人的後裔使他重新獲得完美狀態（《創世記》3:15）；這種教義連續不斷，自始至終得到詳細闡述。救世主必將以死來作為罪的挽回祭，他的公義將遮蓋我們的罪，這種事早在亞當和夏娃穿上皮子做的衣服時就已被指明了；後來又指出要以上帝悅納亞伯的供物、以祭壇上的以撒、以及族長賴以和上帝接近的各種為祭祀而死的祭品，那些也都制立在律法之下，永存在整個猶太時代。先知們儘管被譽為有洞察力，但是他們說的一些重要的話僅被輕描淡寫的帶過（參看《彼得前書》1:12），他們提到一個人將要取代一個不會說話的動物,要來承擔罪的懲罰，以預言的先見，他們看到那位要贖回和拯救人類的人“如同羔羊被領去屠宰”，但是“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而且“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先知們將他描繪成一個“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的人，宣稱“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以賽亞書》53:3-6）他們表明這位拯救者會在何處降生（《彌迦書》5:2），在何時死去，使我們確信那不會是“為了他自己”。（《但以理書》9:26）。他們提到有關救世主的各種特性：他會“得稱為義”，他沒有“欺騙”、“暴力”（“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也沒有被治死的理由（《以賽亞書》53:8,9,11）；他會被人為了三十塊銀子而出賣（《撒迦利亞書》11:12）；他會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賽亞書》53:12）；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詩篇》34:20;《約翰福音》19:36）；雖然他會死去，也會被埋葬，但是他的肉體不會朽壞，他也不會留在墓穴中。參看《詩篇》16:10;《使徒行傳》2:31。
 
《新约》的作者们清楚、有力但又简要地记述了这些预言如何借着拿撒勒的耶稣得以实现，而且通过合理的论证，表明耶稣提供的这样一个赎价是必要的，因为在世人的罪可以被抹去之前，律法和先知书已经对此作了预言。（《以赛亚书》1:18）他们以最合理、最有力的方法描绘了整个救赎计划，既不是出于偏见，也不借助他们听众的激情，而只是依靠他们来自启示的理性，提供一些最为重要、最接近合逻辑和令人信服的论证，读者在全书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对所有这些主题的论述。参看《罗马书》5:17-19，以及该书第十二章之前的内容。
摩西在他的律法中不仅指出一种献祭，而且指出一种抹去罪和使人民蒙福的途径，这一切都要借助与一位伟大的拯救者，摩西宣布这位拯救者的力量与权柄将大大超过他自己的，尽管会有“相似”之处。（《申命记》18:15, 19）应许的拯救者不仅要来保佑以色列，而且要通过以色列使“地上的万族”得福。（《创世记》12:3; 18:18; 22:18; 26:4）尽管犹太人由于偏见持相反观点，先知们还是继续这种同样思想的努力，宣布弥赛亚也将是“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49:6;《路加福音》2:32）；外邦人将从“地极”到他那里去（《杰里迈亚书》16:19）；弥赛亚的名字“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玛拉基书》1:11）；“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参看《以赛亚书》40:5，另见《以赛亚书》42:1-7。
 

《新约》的作者们宣称，神圣的拣选使他们能够了解到先知关于基督献身的预言必将实现。尽管他们开始也像犹太人一样心存偏见，认为所有的赐福只限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使徒行传》11:1-18），但是他们能够看到，只要他们的民族蒙福，地上的万族也会和他们一起、并通过他们得福。他们也看到，在以色列和世界蒙福之前，一“小群”人会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中被拣选出来，经过试炼，会发觉他们值得同为那伟大拯救者荣耀尊贵的后嗣，成为和他分享以色列与其他民族蒙福荣耀的人。《罗马书》8:17。
 
《新约》的作者们指出，这一观点与律法和先知书所记述的和谐一致；他们所介绍的计划伟大、深广，更能满足这一计划所显出的最高尚的观念——“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摩西的律法书暗示出，弥赛亚不仅是以色列的统治者，也是整个人类的统治者，这种思想是所有先知书的主题。还有，关于天国的思想在使徒们传授的教义中也是最重要的；耶稣教导说我们应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而且应许那些承受上帝之国的人们会首先为真理受苦，由此证明他们配得进入天国。
 

荣耀的天国必将降临，这一希望鼓励了所有忠实的信徒，使他们能够忍受逼迫，遭受责骂、匮乏、损失，甚至死亡。在《新约》的结尾处那庄严的寓言式预言中，那位可敬可佩的“曾被杀的羔羊”（《启示录》5:12），那些将在基督的神圣国度中被他立为王和祭司的配得尊敬的“征服者们”，以及那些忠实的信徒要想配得进入天国而必须胜过的试炼和障碍，都被如实地描绘出来。之后，象征性的描绘，介绍在千禧年的统治时期将把不断增长的赐福带给世人，那时撒旦将被捆绑，亚当式的死亡和悲痛都将被清除，地上的万邦都将行在神圣天国——新的耶路撒冷的光中。
《圣经》自始至终都坚持一种教义——死去的信徒在来世将通过从死里复活而得到新的生命。这种教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会有的，而且不同于所有异教的理论。所有得到上帝启示的作者都表达了对一位救世主的信心，他将宣布，“到了早晨”，当上帝呼唤他们，他们将从坟墓中出来，邪恶势力将不再统治世界；“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诗篇》49:14）死者的复活是先知们所传授的；《新约》的作者们把他们对来世生命和蒙福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复活之上。保罗这样表述：“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15:13-22。
 

就像一只手表，它的许多齿轮乍看似乎多余，但是他们中间那些移动最缓慢的齿轮却是最基本的。《圣经》也如此，它由许多部分组成，由许多作者共同完成，在许多笔下写出，是一个完整而又和谐的整体。尽管与其他部分相比，有些部分能有更为积极、更为突出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部分是多余的，所有的部分都是有益而且必要的。
 
當前那些所謂的“先進思想家”和“偉大神學家”們，即使不反對，也會輕率地看待《舊約》中的許多神跡奇事，把它們稱作“嘮叨老太婆的寓言”，那些人們中間普遍都有這種想法。在這些神跡奇事中，有約拿和那條大魚的記述，有諾亞和方舟的記述，有夏娃與蛇的記述，有約書亞命令太陽停止不動的記述，還有巴蘭同驢子說話的記述。這些智者似乎忽略了這樣的事實：《聖經》的各個部分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聯為一體，從中刪掉這些神跡奇事就會破壞或者詆毀整部《聖經》。這是因為，原始的記載如果是假的，那麼重複這些記述的人不是弄虛作假者就是易受愚弄的人，無論哪種情況，對我們來說都不可能承認他們的見證來自神聖的默示。從《聖經》中刪除它所提到的神跡奇事，都會使那些主要作者以及我們的主耶穌的見證無效。人類墮落的故事得到保羅的證實（《羅馬書》5:17）；他還證明了夏娃被蛇誘騙的事實（《哥林多後書》11:3；《提摩太前書》2:14）。在《啟示錄》12:9和20:2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主耶穌提到過後面這件事的特殊含義。太陽停在被挫敗的亞摩利人的頭上，作為耶和華大能的證據，顯然是那要在將來顯示的大能的象徵，那時，在“主耶穌的日子”裏，約書亞所預表的，耶穌也將會親手顯示這種大能。這一點得到了三位先知的證實。（《以賽亞書》28:21; 《哈巴穀書》2:1-3, 13, 14, 3:2-11; 《撒迦利亞書》14:1, 6, 7。）驢子說話的記載也得到了猶大（《猶大書》11節）和彼得（《彼得後書》2:16）的證實。偉大的教師耶穌亦確認了約拿和大魚以及諾亞和大洪水的敍述。（參看《馬太福音》12:40; 24:38, 39; 《路加福音》17:26）。又見《彼得前書》3:20。）
 
的确，没有任何神迹奇事能比耶稣和使徒们所行的那些更加伟大。譬如，变水为酒，治愈疾病等；而使人从死里复活则是所有神迹中最奇妙的事情。
这些神迹奇事就我们的经历而言非同寻常，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又会发现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事情更为普遍，只是不引人注意而已。现存有机体的繁殖，不论动物还是植物，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也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如此的不可思议。我们能看到生命原理的运用，但是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复制这一原理。我们并排播下两粒种子，条件、空气、水和土壤都相同；它们生长，我们不能断定它们如何生长，就连最聪明的哲学家也不能解释这个奇迹。这些种子发展成趋向相反的生物体：一个蔓延，另一个直立，虽然条件相同，但是它们的形态、花朵、颜色各不相同。这样的奇迹对我们来说渐渐变得司空见惯，当我们离别了童年的惊叹之后，就同样把它们淡忘了；但是，它们表明了一种超越我们自己的力量，也超越了我们有限的智力，如同《圣经》中所记载的这几个少数神迹奇事一样，它们是为了特殊目的而记载的，也如同上帝全能计划的例证，伟大造物主的全能、能克服所有障碍，来完成他的所有旨意，甚至也是为了表明他赐给我们的应许：允诺我们从死里复活，根绝邪恶，以及永恒公义最终的统治。
 
这个话题就此为止。每个步骤都已经得到了理性的检验。我们已经发觉到，有一位上帝，有一位至高无上、充满智能的创造者，在他里面的智能、公义、爱和大能存在于完美的和谐之中。我们也已知道，人类有理由盼望得到关于他计划的启示，使他们能够对上帝的计划充满感激和兴趣。我们又发现，《圣经》声称就是这一启示，值得思考。根据它所传授的教义，我们亦已考查了它的作者，考查了他们可能的目标；我们对此也感到惊讶。理性告诉我们，这样的智能与这样的纯洁动机是相结合的，不是诡计多端的人能以诡诈谋略来达到他自私的最终目的。在理性的驱策之下，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此公义、仁慈的观念与律法肯定出自上帝而不是出于人类之手，理性也强调这些律法不会是奸诈的祭司所为。我们已经看到关于耶稣的那些见证都和谐一致，包括他为救赎而作出的牺牲，复活和祝福，这些全部的成果都将会在他的荣耀国度中到来；理性还告诉我们，一个如此宏大而又全面的计划，超出我们有理由去期望的一切，然而它又建立在如此合理的推论之上，肯定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上帝的计划。它不可能仅是人类所计划的，因为即使在它显示出来的时候，它也几乎是过于崇高伟大而无法使人相信。
 
哥伦布发现奥里诺科河的时候，有人说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海岛。哥伦布回答说：“从海岛流出的河不会这样。这条汹涌的激流肯定来自大陆。”同样，《圣经》的见证所具有的深度、能量、智能和范围，都使我们确信它的计划和启示的作者不是人类，而是全能的上帝。我们只是在那些以《圣经》为神圣起源的主张的表面作了一番匆忙的浏览，但是已经发现它们很有道理。随后的篇章将阐明上帝计划的各个部分，我们确信，这些阐述将向所有公正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证据，表明《圣经》是上帝神圣感召的启示，它揭示出上帝的计划多么长阔高深，从而荣耀地反映出上帝神圣的特征。至今，人们对于上帝的计划只有一些模糊的理解，但是现在，在千禧年黎明的光照中，人们会领会得更加清楚。
 
真理最珍贵
 
伟大的真理代价昂贵。普遍的真理，
    例如人类日复一日的平等交换，
在安逸生活的普通漫步中到来，
    又被随便跨过我们道路的风刮散。
 
伟大的真理来之不易，不是被偶然发现，
    也不是在夏日之梦的气息中飘荡，
而是在灵魂的剧烈搏斗中被心领神会，
    随着逆风和逆流猛烈的颤动。
 
有时，在冲突、混乱、恐惧和悲痛之中，
    当上帝强健的巨手有力地推动，
掘起迟钝心底的泥土，
    将隐藏的真理的种子带入光明。
 
不是在综合商场，在五谷和美酒中；
    不是在黄金和宝石的货物里面；
不是在世人午夜欢笑的放荡厅堂，
    也不是在帝王皇冠的光环之中；
 
不是在人生信条的全面冲突中，
    也不是在教会与世界的商品之间，
在莠草与杂草中找不到真理美好的财宝；
    她的锦旗也不会在它们中间招展。
 
真理涌现，象深耕细作后的大地上的丰收一样，
    报答坚韧不拔的劳作，给信念与热情以奖赏。
对于那些如此追寻真理的人们，她为了他们永恒的幸福，
    献出她最富有的财宝。
 
